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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资 本 与 符 号 暴 力
———论布迪厄的知识社会学

毕 芙 蓉

( 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 要:布迪厄的知识社会学通过分析各种符号的政治功能，论述了符号暴力这一新的社会统治形式。符号
位于社会结构与心智结构之间，把既定的社会结构内化为个人的心智结构，同时形成个人新的心智结构，实现对
社会结构的重建。符号的政治功能即重建或再生产社会结构。从一种变动的视角看，社会由各种相互竞争的
“场域”构成，而个人的心智结构则呈现为更具有形成性的“惯习”。符号的政治社会功能实现于场域与惯习相互
塑造的过程。承担着政治功能的符号是一种权力，也因此成为一种资本。这种资本通过对符号的等级划分，在社
会中建立起不平等的秩序，并能够转换为其他资本来获取自身利益。这种可以作为文化资本的符号暴力，其特点
在于被支配者的自愿接受和配合。因此，它的作用恰恰在于掩饰统治本身的暴力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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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布迪厄的合作者和研究者，华康德指出，

“知识社会学或文化形式的社会学本身就是一种政
治社会学，亦即一种符号权力的社会学。的确，布迪
厄的全部学说可以被理解成一门唯物主义人类学，

这种唯物主义人类学探讨符号暴力的各种形式如何

发挥特有的作用，影响支配结构的再生产及其转

换。”［1］15符号暴力接替赤裸裸的暴力成为统治的主
要形式，这种符号暴力的特点是: 被支配者的自愿接

受和配合。因此，这是不被承认的暴力，它的作用恰
恰在于掩饰统治本身的暴力性质。

一、符号的政治功能

符号，并不仅仅是人们之间交流和沟通的工具，

它具有比交流和沟通更为重要的功能: 重建或再生

产社会结构。
( 一) 符号的位置与功能

在布迪厄看来，社会学的任务，就是“解释构成
社会宇宙的各种不同的社会世界中那些掩藏最深的

结构，同时揭示那些确保这些结构得以再生产或转

化的‘机制’”［2］7。它的各种结构以两种方式存在
着:“首先是存在于‘初级的客观性’中，其次是存在
于‘次级的客观性’之中。初级客观性包括各种物

质资源的分配，以及运用各种社会稀缺物品和价值

观念( 用布迪厄的术语说，就是各种资本的类型) 的

手段; 而次级客观性则体现为各种分类体系，体现为

身心两方面的图式，在社会行动者的各种实践活动，

如行为、思想、情感、判断中，这些分类系统发挥着符
号范式的作用。社会事实是对象，但也是存在于现
实自身中的那些知识的对象，这是因为世界塑造了

人类，人类也给这个世界塑造了意义。”［1］6 － 7

布迪厄把结构存在的这两种方式称作“双重生
活”，二者紧密联系。如果不突出它们各自的功能和
相互之间的关系，简单地说，就是相互缠绕在一起的

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正是在这种物质和精神的
“双重生活”中，符号占据了一个关键性位置，发挥
了独特的作用。正是由于符号构制出来的意义之
网，人们才可能有精神生活; 而没有精神生活中人们

对世界的理解或分类，就无法实现物质生活。
布迪厄认为，“社会结构与心智结构之间，在对

社会世界的各种客观划分———尤其是在各种场域里
划分成支配的和被指派的———与行动者适用于社会
的看法及划分的原则之间，都存在着对应的关

系。”［1］12正是在社会结构与心智结构对应关系的建
立中，符号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因为在布迪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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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社会行动者在其关于社会世界的实践知识中
贯彻实施的认知结构是内化的、‘具体化’的社会结
构”［3］99。社会结构内化为认知结构必须通过符号编
码来完成，符号系统是认知整合的运作者。“社会秩
序的维持在极大程度上是由……有关社会世界的各
种知觉范畴的协调结合所保障的。由于这些知觉范
畴是根据既定秩序的各种划分( 从而也就是根据那

些支配者的利益) 做出调整的，并为所有按照这些结

构而构成的心智所共有，所以它们把各种客观必要

条件的表象加诸自身”［2］471。这就是说，符号系统把
社会系统内化到认知系统中，也就把社会秩序嵌入

其中，符号系统发挥了支配作用。反过来说，如果符
号系统在构造世界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那么，人们

也就可以通过改变世界的表象来改变这个世界［1］14。
总而言之，符号位于社会结构与心智结构之间，

既可以服务于统治阶级，把既定的社会结构内化为

个人的心智结构，也可以扰乱或解构既定社会结构，

形成个人新的心智结构，而推翻统治者，发挥反方向

的作用。这正是符号的政治功能。
( 二) 符号政治功能的实现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写道，“从
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
义———的主要缺点是: 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
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

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

解。”［4］这种把社会生活看作一种实践活动整体的观
点，被布迪厄接受下来。他也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
看待实践活动，并且强调这种社会关系的历史性。
因此，布迪厄并不认可结构主义的静态社会观，社会

结构与心智结构之间的关系是变动的，这一变动正

是符号中介作用的结果，即符号发挥政治社会功能

的结果。从一种变动的视角看，社会由各种相互竞
争的“场域”构成，而个人的心智结构则呈现为更具
有形成性的“惯习”。确切地说，符号的政治社会功
能实现于场域与惯习。
布迪厄把社会看作由相对独立的小世界组成，

将之称为“场域”。“每个场域都规定了各自特有的
价值观，拥有各自特有的调控原则。这些原则界定
了一个社会构建的空间。在这样的空间里，行动者
根据他们在空间里所占据的位置进行着争夺，以求

改变或力图维持其空间的范围或形式。这一简要定
义有两个关键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场域是诸种客观

力量被调整定型的一个体系( 其方式很像磁场) ，是

某种被赋予了特定引力的关系构型，这种引力被强

加在所有进入该场域的客体和行动者身上……场域
同时也是一个冲突和竞争的空间……在这里，参与
者彼此竞争，以确立对在场域内能发挥有效作用的

种种资本的垄断———在艺术场域里是文化权威，在
科学场域里是科学权威，在宗教场域里是司铎权威，

如此等等———和对规定权力场域中各种权威形式间
的等级序列及‘换算比率’的权力的垄断。在这些
争夺的过程中，该场域本身的形塑和划分成为核心

焦点。这是因为，改变各种资本形式的分布和相对

分量，也就相当于改变此一场域的结构”［1］18。实现
这种场域结构改变的形塑力量正是场域行动者的惯

习。“惯习是一种结构形塑机制，其运作来自行动者
自身内部，尽管惯习既不完全是个人性的，其本身也

不是行为的全部决定因素。……惯习‘就是生产策
略的原则，这种原则能使行动者应付各种未被预见、
变动不居的情境…… ( 就是) 各种既持久存在而又
可变更的性情倾向的一套系统，它通过将过去的各

种经验结合在一起的方式，每时每刻都作为各种知

觉、评判和行动的母体发挥其作用，从而有可能完成
无限复杂多样的任务’。作为外在结构内化的结果，
惯习以某种大体上连贯的系统方式对场域的要求作

出回应。惯习是通过体现于身体而实现的集体的个
人化，或者是经由社会化而获致的生物性个人的‘集
体化’”［1］19。
场域与惯习正是这样一对关系概念，场域由惯

习塑形，而惯习只能在特定场域中践行，二者共同构

成对社会关系的描述。概而言之，“一个场域由附着
于某种权力( 或资本) 形式的各种位置间的一系列

客观历史关系所构成，而惯习则由‘积淀’于个人身
体内的一系列历史的关系所构成，其形式是知觉、评
判和行动的各种身心图式”［1］17。在这里需要注意的
是，场域概念与结构概念的不同在于，它是游戏的场

所，是争斗的领域，带有一定的调适能力和动态变

化; 而惯习作为行动者的行动倾向，既具有创造性，

又因社会结构在身体中的沉淀而受到结构性约束;

它既是意识的，也是身体的。因为布迪厄关于“拒绝
在外在与内在之间、意识与无意识之间、身体和话语
之间作出明确的区分……他的社会哲学努力寻求捕
捉没有意图的意向性，没有认知目的的知识，捕捉行

动者通过长期沉浸于社会世界之中而对其所处社会

世界获得的前反思的下意识的把握能力……捕捉那
些能够界定真正的人类社会实践的东西”［1］20 － 21。正
如布迪厄所言，“我们必须通过将历史主义的化约方
法推向其逻辑终点来探求理性主义的渊源。但寻求
的方法不是在什么人类的‘能力’即‘本性’中，而恰
恰就是在这些特殊的社会‘小世界’的历史中; 在这
些特殊的社会‘小世界’里，行动者以普世大同的名
义，为了对具有普遍性的事物取得合法的垄断控制，

彼此争斗不已。此外，寻求的方向还在对话语言逐
渐的制度化进程中，而这种对话语言表面上具有的

本质属性，实际上都归因于这种语言缘起和被应用

的各种社会条件”［1］51，科学理性根植于知识话语的
生产关系中。
这就是说，一方面，社会的各种“场域”之间，个

人“惯习”之间，“场域”与“惯习”之间，符号发挥着
它的政治社会功能; 另一方面，知识话语也正是在这

些“场域”与“惯习”之中形成的，并且形成了相对独
立的知识场域。知识场域成为各种行动者争夺知识
资本的活动场地，知识场域还与经济、艺术、宗教等
其他场域之间存在着争夺边界的关系。因此，科学
理性作为一种竞争和历史的产物，其科学性是相对

的。更准确地说，科学理性也只是一种历史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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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知识场域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场域，具有符号

中介性带来的介质特点，这个场域可以渗透到经济、
政治、法律等社会各个场域。在任何场域中，话语权
的争夺无处不在。话语权，正是符号的权力。正是
在这个意义上，布迪厄解除了符号的中立性，认为它

是支配的工具。这种支配的工具作为文化资本展现
出符号的权力和暴力性质。

二、文化资本与符号暴力

符号，不仅仅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也不仅仅是传

达内在思想的代码，它是一种生产性的编码系统。
同时，它也不是自我指涉的一套封闭体系。符号这
种编码系统，承担着社会区分的功能，既是社会结构

内化的沉淀，又具有重新编码的可能性。因此，符号
既是一种权力又是一种可资利用的资本。
( 一) 符号权力与语言区分

布迪厄接受了结构语言学对于语言内部结构的

研究结论。索绪尔认为，语言系统中符号所联结的
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具有心理性质的语音形象和

概念内容，即“能指”和“所指”。符号把内在的“所
指”与具有物理性质的外在的“能指”联结在一起。
这两个部分合二为一，正如一张纸的正反两面，不可

须臾分离。但两者的联结又是任意的，也就是说，它
们没有固定的联系，一个能指并不固定有一个所指，

一个所指也不固定有一个能指。某一个能指与某一
个所指联结在一起，只是约定俗成的，并不必然如

是，它们之间没有相互推导的关系，它们的联结方式

根据不同的语言系统而有所差别。索绪尔把符号看
作一套具有内在差异性的体系，符号的意义体现在

它与其他符号的差别之中，意义始终是功能性的。
各种符号系统中的“二元独立”的功能性差异构成
了意义。这就是说，意义通过符号之间的对立特征
而获得，虽然任何特定的符号与特定社会现象之间

的联系是任意的。意义不是从符号本身的内在特征
中得到的，而是来自它们的对立关系。
这为布迪厄的以下观点提供了认知的基础:“任

何社会秩序的统治性文化标准从根本上说是任意

的。布尔迪厄把这些标准称为‘文化的任意性’，以
表明所有文化系统根本上说是人的建构，这种建构

是历史的，是来自特定群体的活动与利益，它把全体

之间的不平等权力关系合法化( Bourdieu and Passe-
ron 1977，丛书之一: 《符号暴力理论的基础》) 。布
尔迪厄反对任何关于超越社会影响的普遍价值、普
遍知识与普遍信仰的主张。”［3］100

布迪厄指出，“一个特定的社会形式中的所有行
动者，都共享着一系列基本的知觉框架，这种知觉框

架通过成对的对立的形容词———它们被普遍地用于
区别与限定实践领域中大量的人与物———开始其对
象化活动。高雅( 崇高、优雅、纯粹) 与低俗( 粗俗、
低级、中庸) ，精神与物质，优美( 优雅、精致) 与粗鲁
( 笨重、肥胖、粗野、野蛮) ，轻盈( 精细、生动、清晰、
灵巧) 与笨重( 缓慢、粗大、愚钝、费力、笨拙) ，自由
与强迫，宽广与狭小等的对立，或者，在另一个维度

上，独特( 稀有、与众不同、出类拔萃、绝无仅有、独一
无二、新颖) 与普遍( 普通、陈腐、平庸、琐事、例行公
事) ，才华横溢( 聪明) 与愚蠢笨拙( 晦涩、灰暗、平
常) 等的对立，是所有老生常谈的发源地，这种老生

常谈所以被现成地接受，是因为它们的后面存在着

整个的社会秩序。”［3］98在这里，布迪厄所要表明的是
社会的统治秩序和等级总要在语言中表现出来，语

言中符号的两极对立并非偶然。这种两极对立的变
体在各种领域都能够发现。比如，“轻巧”与“笨重”
的区别就是统治与被统治的这个基本对立的变体。
在法国的教育中，他发现轻巧与笨重被用来评价学

术风格: 轻巧表明资产阶级的学术爱好，而区别于粗

俗沉重的体力劳动者的学术风格。在喜剧中，轻与
重的对立被用于把轻松休闲的资产阶级戏剧区别于

粗俗的、“劳动的”、“扭曲的”戏剧。有时候，价值可以
颠倒过来，在知识分子看来，轻松是与不严肃、缺乏探
索性的知识形式相关的，而沉重则与值得尊敬的、扎
实的学院式研究联系在一起。尽管如此，它们仍然具
有从一个领域到另一个领域的逻辑一致性，并且最终

指向统治与被统治之间最基本的“永恒对立”［3］99。
一言以蔽之，“语言关系总是符号权力的关系，

通过这种关系，言说者和他们分别所属的各种群体

之间的力量关系转而以一种变相的形式表现出

来”［1］189。也就是说，符号作为一种权力，其根源在
于各种群体之间的力量关系。即符号的权力来自外
部。然而，尽管符号的权力来自外部，却并不能否定
符号本身能够产生利益，作为一种资本而存在。这
一点体现在文化资本和文化资本与其他资本的相互

转换上。
( 二) 文化资本

符号由于其系统性形成各种文化，作为一种权

力渗透到其他场域为特定阶级带来利益。因此，文
化具有资本的性质。
布迪厄在《资本的形式》一文中对他的总体性

实践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做出了区分。他认为，传
统经济学仅仅把能够直接转换为金钱的商品交换看

作经济行为; 并企图掩盖符号活动的利益倾向; 而实

践经济学则把符号活动当作交换形式的一种。布迪
厄的这一结论来自他的一个发现。他发现社会出身
不同的孩子在学校场域的能力以及获得的成绩与他

们的出身状况相对应。显然，社会出身状况不同的孩
子在文化市场上获取的利润来自他们继承和接受的

不均等的文化资本［5］。这就说明，文化能够作为一种
资本，为它的占有者在社会实践活动中获取利益。
然而，如果文化资本所能够带来的仍然是文化

利益，还不能说明它如何作为一种社会资本形式而

存在，这里的关键是文化资本与其他资本之间所存

在的转换关系。只有这样一种具有特定兑换比率的
转换关系存在，才能说明文化已经成为一种社会资

本形式。显然，这种转换关系是存在的。文化产品
可以商品化，教育也成为一种产业，文凭成为获得好

工作的一种保证; 越是经济资本丰厚的家庭，越有能

力将一部分经济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来获得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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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修养和文化积累。文化已经作为一种资本形
式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斯沃茨指出，“正是通过合
法化而进行统治的权力最受布尔迪厄的关注，他认

为这种权力是阶级关系的黏合剂。当然，马克思赋
予意识形态的正是这种作用，而布尔迪厄则把它视

作符号系统的政治功能。但是，布尔迪厄强调的是
习以为常的假定与实践在权力关系的建构与维持中

所起的积极作用。如果说他的实践理论把利益的观
念扩展到文化，那么，他的符号权力理论则通过声称

所有的权力形式都需要合法性而把文化扩展到利益

的领域。”［3］103作为文化的符号，是一种资本。这种
资本之所以能够产生利益，在于它的合法化功能。
这种合法化功能的实现，使得符号成为一种暴力。
( 三) 被误识的暴力———符号暴力
符号的合法化功能，其实也就是符号系统与统

治力量进行合作，将现有政治秩序加以维持和传承。
这样一个过程，并非强制，符号系统“只有通过那些
并不想知道他们臣属于符号权力甚至他们自己就在

实施符号权力的人的合谋”，才能实现这样的功能。
符号暴力，意在强调被施用者的不知情，因此也被布

迪厄称为“温和的暴力”［3］103。然而，越是“温和的暴
力”越容易被人所不察，为人所接受。布迪厄指出，
“符号暴力就是，在一个社会行动者本身合谋的基础
上，施加在他身上的暴力……社会行动者是有认知
能力的行动者，甚至在他们受制于社会决定机制时，

他们也可以通过形塑那些决定他们的社会机制，对

这些机制的效力‘尽’自己的一份力。……社会行
动者对那些施加在他们身上的暴力，恰恰并不领会

那是一种暴力，反而认可了这种暴力，我将这种现象

称为误识。”误识是如何发生的呢? 布迪厄也给予了
解释，他说，“社会行动者往往将世界视为理所当然
的，接受世界的现状，并觉得它是自然而然的，因为

他们的心智是根据认知结构构建的，而认知结构正

是来自于这个世界的结构; 恰恰基于上述这样的事

实，社会行动者持有一套基本的、前反思性的假定;
我用‘任何’这个术语，所指的就是这套假定。我用
误识概念所理解的现象当然并不仅限于影响这个范

畴所指的范围; 我从不提及这个概念。在这里发挥
作用的，并非像某些人针对他人进行宣传时的那种
‘沟通性互动’的逻辑。这里所涉及的逻辑远为强
大，也更加深藏不露: 我们一降生在某个社会世界

中，就有一整套假定和公理，无需喋喋不休的劝导和

潜移默化的灌输，我们就接受了它们……在所有形
式的‘潜移默化的劝服’中，最难以变更的，就是简
单明了地通过‘事物的秩序’发挥作用的那种劝
服。”［1］121 － 122

布迪厄的“误识”概念不仅突出了社会内在结
构的决定作用，与哈贝马斯的理性话语交往理论区

分开来，而且突出了符号作为人类行为中的深层意

指结构( 或者说分类结构、编码结构) ，与马克思的
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区别开来。符号的这种不为人
知的强制作用，通过“误识”在社会实践中悄然且持
续地发挥作用。这种发挥作用的独特方式也表现在

布迪厄的“利益”概念中。
布迪厄曾一再提醒人们注意，被支配者在自身

的被支配中是同谋，他说，“将他们导向这种契合关
系的那些性情倾向也正是体现在身体层面上的支配

他们的效果”［2］12。这就表明，工人、妇女、少数民族
等被支配者并非是经过思考的、有意识地、自觉地向
他们的老板、男性、白人等支配者屈服，这种屈服源
于他们的惯习与他们身处其中的场域之间的无意识

切合关系，它深深地寄居于他们社会化了的身体中。
事实上，它体现了“社会支配关系的身体化”。正因
为如此，误识概念表明的既不是一种理性选择的功

利主义，也不是一种经济决定论，更不是一种意识形

态性的错误认识。在这种误识关系中，起着引导人
们进行社会活动的是具有历史可变性的利益，而利

益则是“人们对既定社会游戏的社会建构起来的关
注与参与欲求，而不是追求经济利益或物资实利的

不变习性……意向论者和功利主义者的双重化约，
掩盖了布迪厄推动的这场充满矛盾悖论的分析运

动。布迪厄正是通过惯习、资本和场域这三重概
念———它们在减少功利和意识的成分的同时扩大了
利益的范围———推动着这场思想运动”［1］26 － 27。
布迪厄想要表明，激发人们去行动的正是误识

的这种无所用心的状态和特定的场域。就像他所说
的，贫民窟中的辍学生无法想象为什么知识分子会

讨论那些关于社会的深奥理论，而不熟悉平民健身

房也不曾卷入小酒馆斗殴的中产阶级学者也无法理

解为什么会有人想要进入拳击这种自毁性的行当。
布迪厄指出:“所谓为了描述由各种可能的经济形式
组成的世界而拒斥经济主义，就是要避免在‘超功利
性’与纯粹物质的和狭隘的物质经济利益之间作出
选择。这就为我们提供了满足充足理由律的手段。
所谓充足理由律，就是若说无存在的理由，即若无利

益，或者———若你更喜欢这样说———若无对某项游
戏、赌赛、幻象、承诺的投入，也就没有行动。”［1］28 － 29

这就是说，当我们再看到让我们感到迷惑不解的某

些人的行动时，不要感到惊奇，到他们的生活中，即

其场域和惯习中去寻找答案吧! 人们已经把社会制

度的要求误认为自己的利益而主动地去迎合它了。
这种符号的“温和”暴力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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